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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影像與歷史

一一從作家紀錄片談新世紀史學方法

研究空間的開展

邱貴芬

搞要

本篇論文企圖探討新世紀歷史紀錄片對台灣文學歷史研

究和傳播所帶來的衝擊。紀錄片已成為歷史詮釋的一種新興

的重要工真。但是，歷史紀錄片研究面對方法學上的困窘 。

雖然電影研究已發展出一套相當複雜的解讀電影語言的方

法，但是，由於紀錄片和一般劇情為導向的電影，無論目的

和採用的手法都不盡相同(例如，紀錄片裡口述歷史的吃重

比例和紀錄片凸顯的「載道」目的) .電影研究方式並不能

全套挪用來作為解讀紀錄片的依據。另一方面，傳統歷史研

究領域的訓練向來側重文字書寫的處理，也尚未發展出一套

有系統的音像歷史紀錄史學方法。歷史紀錄片研究的開發尚

在起步階段。

本論文算是這方面小小的嘗試，透過兩部作家紀錄片的

探討，初步勾勒出紀錄片歷史學三個重要研究層面:口述歷

史所帶出的種種史學反省問題、多媒體結合所能創造出的迴

異於文字書寫的歷史呈現空閉，以及紀錄片對應歷史詮釋單

元化的一些可能之道。其間涉及的種種問題都顯示紀錄片對

史學研究訓練的衝擊。*

關鍵詞: 紀錄片，口述歷史，台灣文學傳播，主文興，白先勇

*本文 9 1 年 8 月 12 日收件: 9 1 年 9 月 17 日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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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justment of reality to the masses and of the masses to reality 

is a process of unlimited scope，的 much for thinking as for 

perception. 

一-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文字、史料與「真理」

書所記載的東西是難以直接反駁的。即使讀者完完全全、微徹

底底拒絕書本所寫的，書還是重複它原先所講的。這就是為什

麼「書的記載」和「真理」通常被等同視之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總發生焚書之事。書本即使記載了全世

界都知道是錯的東西，只要這書存在於世，它就永遠講著同樣

錯誤的東西。書本本質上是相當頑固的。 (Ong 1982: 79) 

(There is no way directly to refute a text. After absolutely total and 

devastating refutation, it says exact1y the same thing as before. 

This is one reason why "the book says" is popularly tantamount to 

“ it is true." It is also one reason why books have been burn t. A text 

stating what the whole world knows is false will state falsehood 

forever, so long as the text exists. Texts are inherently 

contumacious. ) 

學者歐，恩 (Walter J. Ong) 如是解釋書寫如何成為「真理」的象徵。

這在歷史研究領域裡尤然:所謂的「史料」通常指的是文字所記載的東

西，歷史研究講求證據，而白紙黑字所記載的東西往往被視為最可靠的



188 中外文學﹒第 31 卷﹒第 6 期 .2002 年 11 月

證據，建構歷史真理的基礎。非文字的歷史痕跡一一如影像照片或聲音

紀錄等等，在歷史領域裡仍屬次要的史料。為什麼歷史書寫(這個慣用

詞其實已明白顯示「書寫」在「歷史」領域裡專有的重要地位)會高度

仰賴文字記載，當然有其複雜的原因，我將留到底下再探討。值得注意

的是，書寫並非在一開始就是「真理」的代名詞。歐恩指出，柏拉圖就

曾對書寫提出三點質疑:第一、書寫是「人工化」、「非自然」的東西，

假裝它可以呈現事實上只能存在心裡的東西。第二、書寫帶來一個嚴重

的後遺症，那就是它讓人逐漸失去記憶的能力，使人逐漸仰賴外在的東

西(書寫) ，而不再努力培養內在能力。第三、最糟糕的是，書寫記載

不像口語交談情境裡一樣，可以回應我們的問題，只能一字不漏地重複

它所記載的東西 (Ong 1982: 79) 。從以上種種書寫所暗示的跡象，柏拉
圖導致一個結論:相較於鮮活的口語交換情境，書寫與「死亡」的概念

密不可分。吊詭的是，正因為書寫僵化不動，從人類鮮活的情境裡抽離

出來，因此它可以世代相傳，書寫所隱含的「死亡」概念反而為它的「永

生」埋下伏筆 (Ong 1982: 81) 。

以上有關口語和書寫的辯證涉及歷史建構和呈現的重大課題。現實

裡的人類活動中，以口語交談情境最能逼近歷史，因為在場聽眾可以透

過問答來檢驗談話者所說的真實程度，但口語情境和其間發生的一切卻

無法留存，終將隨時間毀滅;書寫所呈現的，和歷史現實裡人際互動的

狀態(所謂「真相 J ? )有所落差，但卻因文字的固定僵化，歷史痕跡
卻因此得以保存流傳。不過，難道書寫和口語永遠是歷史呈現的兩難抉

擇?有沒有一種歷史紀錄/呈現的形式橫跨口語和書寫的相對結構，重

現了口語情境裡透過對談問答檢視歷史真實的可能，但叉具有書寫抵抗

時間的流傳功能?或許台灣九0年代以來流行的紀錄片拍攝製作可以

開展這個歷史課題的一些可能空間?

其實，就以上對書寫和口語的定義，紀錄片可能還是屬於「書寫」

的成分居多，因為紀錄片同樣具有柏拉圖所提到的書寫的三個特色 :í 非

自然」的科技產物、取代記憶的功能和無法回答觀眾臨場問題的缺失。

但是，我們對所謂的「非自然」和「人工化」的排斥其實並無理性的根

據 。「非自然」和「人工化」有什麼不好?這種排斥或許根源於人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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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不安和恐懼。根據歐恩的看法， r人工化」本來就是人類活動的特

色;發明和使用工具是人的「天性J '科技不見得就一定會剝奪了人的

「人性J '反而可能為人開展無限的空間 (Ong 1982: 83) 。有關科技帶
來的究竟是福或是禍的這個問題其實涉及「現代性」的種種複雜辯證，

我不擬在此進入這一部分的爭論，只想、重申一個概念 :r非自然」和「人

工化」不見得必然真負面的意義。男外，以科技取代人腦記憶功能，也

不見得是壞事。歐，粵、討論口語社會，發現不會書寫的口語社會往往因為

需要把大量精力花費在熟記代代口語相傳的事物上，相對之下無暇做知

識創新的實驗，整體社會的傾向是傳統保守的。科技解除了人類記憶負

擔之後，人類更有時間去發明與創新 (Ong 1982: 41) 。從這個角度來談
書寫，書寫也不見得就只有負面的意義。但是，與口語相較，書寫的確

僵化沒有彈性，無法製造像口語對談情境裡那樣檢驗真理的鮮活互動。

弔詭的是，這其實是史家能夠以「權威」的面貌主宰其著述裡歷史論述

的原因:史家說的就是真理，不容質疑，因為歷史書寫的結構本來就未

有讀者可以發問， r當場」挑戰史家說法的可能空間。紀錄片既為一種

科技成品，當然也和歷史書寫一樣，不能與觀眾對答，當場回應觀眾的

挑戰和質疑。不過，由於人物訪談和口述歷史通常在紀錄片裡擔任吃重

的角色，處理得好的紀錄片往往可以透過訪談的現場互動，利用聲音、

影像和話語複雜交會所產生的張力，在某一程度上重現口語情境裡所謂

「真理」的生產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車予解上述文字書寫的僵硬。有關音

像紀錄在這個層次所開展的空間，我將在底下談及口述歷史紀錄時再深

入討論。提出這些問題，我所要傳達的訊息是:由於紀錄片涵蓋的不僅

是傳統歷史書寫的話語論述，也涉及用音像紀錄人物臨場的互動和種種

文字之外的肢體語言，紀錄片或許開展了歷史再現和研究的男外可能空

間。底下的論述主要將就紀錄片對新世紀史學方法研究所開展的可能空

間做初步觀察和討論。我將以與台灣文學研究領域相關的紀錄片為主要

討論對象，先約略勾勒目前此領域紀錄片的活動面貌，再進入相關辯證。



190 中外文學﹒第 31 卷﹒第 6 期 .2002 年 11 月

作家紀錄片與台灣文學史的呈現

眾所周知，台灣解嚴之後， r歷史重建」成為台灣社會和文化論述

界的一大工程，紀錄片在世紀之交介入這波洪潮所造成的衝擊，根據我

的觀察，尤以作家生平傳記和底層人民歷史這兩個歷史生產領域特別值

得注意。就本文所關切的台灣文學領域而言，就我所知，已有一些機構

出版台灣文學作者的影像紀錄。例如;前衛出版社和台灣獨立製片導演

黃明川合作，出版了包括賴和、楊遠、東方白、林雙不等四位本土作家

的〈台灣文學家紀事〉系列影片;春泉文教基金會的「人文台灣」系列

以中部地區文史工作者為拍攝對象;蔡秀女、施叔青監製，紀錄八位傑

出台灣女性的紀錄片〈世紀女性 ﹒ 台灣第一〉也在 2000 年跨年之際發

表，其中包括了陳秀喜和楊千鶴等兩位台灣文學領域的女作家;春暉出

版的〈作家身影:台灣篇〉包括賴和、楊遠、呂赫若、龍宗瑛、吳濁

流、鍾理和、鍾肇政、葉石濤、白先勇、李喬、鄭清文、王禎和、自先

勇等十三位著名作家;而公視則另外拍攝了以十三位當代作家為對象的

〈文學風景>， r為九0年代的文學及創作者提供另一種發聲的管道，呈

現台灣現代文學的多元風貌J '這十三位作家包括了幾米、成英妹、陳

黎、鴻鴻、紀大偉、林宜淫、張惠菁、夏曼 ﹒ 藍波安、廖鴻基、賴香吟、

詹澈、駱以軍、陳雪等。作家紀錄片的出現象徵台灣歷史撰述將突破以

往以書寫文字為主的局面，紀錄片導演將扮演史家的角色，成為新世紀

台灣歷史、文學傳播的重要人物。作家紀錄片的拍歸正方興未艾。目前

有關台灣文學作家的史料多以文字呈現的作家全集和傳記呈現。作家紀

錄片的出現預告了科技多媒體時代，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和傳播將以迴異

於以往傳統文字媒體的形式展開。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為止，歷史影片和台灣文學史家的交流似

乎只是單向的:作家紀錄片的一大特色就是出現大墨學者的訪談，借用

這些台灣文學研究學者的學術權威性來支撐影片對作家的詮釋;但是，

反過來，即使學者提供其觀點，成就了作家紀錄片，紀錄片的種種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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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學者本身的研究或論述對象。這些作家紀錄片究竟在台灣文學史書

寫和傳播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似乎尚未引起台灣文學領域的注意或

討論。西方史學大家懷德 (Hayden White ) 指出 ，任何歷史敘述動作的

背後都隱含了史家「傳教J (moralizing) 的動機，而這個動機往往指向

某套社會政治系統，或鞏固或挑戰其合法性;歷史寫作處理的其實是律

法和權威性的問題。史家的自覺'1生越高，其文字之間就越流露對律法、

社會系統、合法性等等問題的關切 (White 1987: 12-3) 。台灣文學史的

編築書寫顯然印證了懷德的這番說法。但是，如果台灣文學史家提出有

別於戒嚴時代官方版台灣文學史敘述，意在扭轉台灣大眾對台灣歷史的

了解與詮釋，進而切入台灣社會政治社會律法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問題，

那麼，由於大眾傳播媒體(特別是電視和影片)對社會民泉有關歷史認

知的影響力遠超過專業史著 (CustenI999: 28) ，紀錄片顯然更是兵家必

爭之地，不應排除在台灣文學史家關切的領域之外。

紀錄片與民主國家的形塑

在作家紀錄片逐一出爐之前，非文學類紀錄片的拍攝與製作其實已

逐漸累積了豐富的成果，其中尤以原住民影像民族誌、以社會運動導向

和關注弱勢社群議題的紀錄片最為可觀(參見李泳泉 2001 ;黃才容

2001 )。這些紀錄片的一大特色就是大量採用了社會底層階級人民的訪

談和口述歷史。我認為解嚴之後台灣紀錄片的大量湧現主要有兩個原

因。科技層面的原因當然就是輕巧錄影設備的出現，使得影片拍攝的困

難度相對減低。不過，我們卻也要注意到，紀錄片的蓬勃盛行，恰巧和解

嚴前後台灣社會有關國家認同和民主社會討論的百花齊放現象平行發

展。這兩者之間有無某種微妙的牽引和關連呢?

電影工業於二十世紀初興起，而紀錄片則稍晚在二0年代末 、 三0

年代之時在葛里森 (John Grierson) 大力倡導之下漸成氣候。而葛里森

在整個紀錄片還動當中所提出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希望借重紀錄片的

教導功能來培育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換言之，與主流電影相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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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主要功能不在於提供大泉娛樂，而是透過影片的大眾傳播功能來散

播知識，教育民眾，打造現代民主社會( Rosen 1993: 沌-79 )。紀錄片特

殊的價值即是其大眾傳播功能。當然，這大泉傳播功能不見得必然為大

眾福祉服務，歷史上紀錄片被巧妙利用來傳播帝國主義和極權意識形態

的例子屢見不鮮。三0年代德國納粹主義就利用著名導演拍攝紀錄片來

推展其特定意識形態(參見沈曉茵 2000: “-6) ，而葛里森所謂紀錄片和

現代國民之論其實也臣服於散佈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論述之下。羅森

(Philip Rosen) 論此問題，認為在大眾傳播媒體與意識形態瓜葛糾纏的

情況之下，紀錄片領域文化工作者的角色因而十分重要 (Rosen 1993: 

79-80 )。班雅民面對德國當權者擅用現代化科技大是媒體推行納粹主義

的行為，也認為對應之道，唯有透過介入藝術產品的生產(Benjamin 1992: 

235 )。

無論如何，紀錄片的興起和發展顯然與現代以大眾為主的社會的興

起關係密切 (Rosen 1993: 81 )。換言之，紀錄片和大眾在現代社會扮演

日益吃重的角色的現象息息相關。我想從幾個層面來談這個問題。首

先，就影像的層面來談，對影片之為一種結合現代科技的藝術形式一向

懷有高度興趣的班雅民認為，影片反映7現代社會大泉愈來愈舉足輕重

的趨勢:影片特有的展現形式(如特寫鏡頭)流露了大眾想要拉近自身

與事物的距離的慾望;在近距離下解剖事物，摧毀其光環 (aura) ，反映

的正是一種「世界萬物皆平等」的概念 (Benjamin 1992: 217) 。社會民

主化之後，大眾在現代社會運作裡所扮演的角色越吃重，影片之為一種

與大眾欲望和理念對話的藝術型態也將越來越重要。根據班雅民的說

法，影片和繪畫有兩大值得注意的差異之處: 一則是「距離」的問題，

另一則是觀看這兩種文化產品時「私密」和「群體」經驗的不同。繪畫

通常和事物保持一段「自然的距離 J '而影片則可以透過鏡頭穿刺現實

表像，攤開事物平常肉眼看不到的層面 (Benjamin 1992: 229) 。另外， ­

影片還特別值得重視的地方就是它所提供的「群體共同經驗」。觀賞繪

畫基本上是一種沉思性、「私密」性極高的行為;相對的，影片卻希望

激起群體反應，目的是創造大眾同時共同的經驗 (Benjamin 1992: 228) 。

紀錄片尤然 。 尼克斯 (Bill Nichols) 認為，任何紀錄片基本上都隱含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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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的思辯，提出某個值得思考的課題，其對象往往是公眾(而非個人)

的回應 (Nichols 1991: 4) 。就觀看對象的層面而言，紀錄片因此往往以

「大眾性」為目標。而這當然與紀錄片在興起之時就被賦予的「載道」

功能一一散播知識，教育群眾為現代社會公民一一息息相關。

男外，紀錄片往往透過訪談，採用口述歷史的形式來進行。這樣的

特殊內容形式往往凸顯了普羅大眾的聲音，這是紀錄片「大眾性」的另

一個面向。傳統史學訓練高度仰賴書寫文字記載，但是，這樣的傳統歷

史訓練取向所造成的一大問題便是有關庶民觀點的處理。這個問題也可

以分兩個層次來談。傳統歷史關切的是國家大事，庶民的經驗鮮少是史

家關切的重點 (Hobsbawn 1988: 13) 。個人性和地區性愈高的史料愈不

受重視，保存流傳下來的機率也就愈低。因此，通常史著裡若出現和庶

民有關的部分，通常只是被作為統計數字來印證一些現象，支撐史家的

某些看法 (Thompson 1988: 22-23 )。庶民個人的觀點和聲音很少被納入

史著中。口述歷史是歷史領域裡少數看重庶民觀點並試圖呈現其聲音的

場域。將大眾聲音納入歷史書寫場域的口述歷史因此可說是代表歷史書

寫的「民主化J (Hobsbawn 1988: 13; Thompson 1988: 26) 。但是，我們

卻也必須注意到，訪談書寫紀錄牽涉的是把口語轉化為文字書寫這個仲

介編輯整理過程。在這中間，被訪談者口語表達的原意不免會有一些流

失和扭曲。而受訪者的社會階級愈低、表達能力愈差，呈現他們觀點的

文字就往往愈和他們想表達的意思差距愈大 (Sipe 1998: 382) 。在訪談

過程中，訪談者和受訪者微妙的互動是口述歷史研究不可忽視的一個重

要面向。受訪者聲調的改變或停頓、眼神和肢體語言等等現場反應可能

都透露了文字無法或未傳達的重要訊息，這些訊息通常都無法在文字記

載整理的口述歷史裡被呈現出來 (Sipe 1998: 383) 。影片若拍得好，往

往可以藉助音像拍攝捕捉到這些語言文字之外的意思。就這點而言，紀

錄片可能較傳統歷史文字書寫更能傳達庶民階級的一些訊息(Sipe 1995: 

183 )。

歸納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說紀錄片的興起和現代社會的民主化有

密切的關係。紀錄片的最大特色就是「大泉性」。對班雅民而言，影片

形式的「大眾性」展現於取消距離感，近距離觀察事物，這反映的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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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過程裡大眾追求「平等」的慾望。班雅民和紀錄片理論大家尼克斯

認為， I 大眾集體經，驗」是影片的訴求。另外，對尼克斯和推動紀錄片

運動的鼻祖葛里森而言，紀錄片的大眾性更展現在其教育民眾，形塑現

代國家社會公民的功能之上。在內容形式方面，口述歷史在紀錄片裡往

往扮演吃重的角色，這讓傳統歷史和公泉論述所排除的一些庶民訊息得

以被呈現出來。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談，紀錄片的發展和現代國家社會的

「民主化」顯然關係不淺。如果我們承認，台灣文學與文學史的建構除

了涉及藝術文化問題:亦事關國家政治，那麼，與台灣文學和作家相關

的紀錄片拍攝製作就不能不列入台灣文學和歷史論述的研究對象。

作家紀錄片與史學方法

為什麼紀錄影像在拍攝和製作過程當中大童仰賴台灣文學研究者

提供權威性論述觀點，但影片成品卻沒有得到學者相對的重視和回應，

未見學者發表有關紀錄片之為一種歷史呈現的任何論述?我想這中間

涉及不少問題，可以提供我們反省史學傳統和方法的空間。最大的問題

應該是傳統史學在史料蒐集和研究時，一向高度仰賴書寫文字，影像的

出現把史料蒐集的範疇擴充到文字紀錄以外的多媒體紀錄資料，而這些

多媒體史料叉大大衝擊歷史呈現的方式，但是，傳統史學訓練裡並無對

應這些新科技歷史產品的解讀方法。換言之，面對音像歷史紀錄之時，

傳統史學訓練所教導的思維模式和史學方法可能捉襟見肘，因此史家論

述往往不及音像歷史紀錄 (O'Connor 1988: 1201 ; Sipe 1998: 379) 。這樣

的看法認為傳統史學訓練側重書寫文字，於音像歷史紀錄的解讀方法訓

練有所不足，這是為什麼歷史紀錄片被排除在史家論述之外的主要原

因。但是，另外一個看法，則認為就歷史呈現的模式來比較，紀錄片較

以文字為主的傳統史著略遜一籌，短短幾十分鍾的影片所能負載的思考

辯證遠不如傳統仰賴書寫文字的歷史書寫，因此不得史家青睞(相關問

題的討論請參考 R. Rosenstone 1988: 1176-79; Topin 1988: 121 卜 13; White 

1988: 1196) 。這個看法另外帶出的一個問題是紀錄片與文字紀錄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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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譯性 J (trans1atabilíty) 的問題:許多人認為影片呈現過程中，許多

原先在文字歷史裡的東西(特別是辯證的部分)都流失而無法呈現(參

考 Custen 1999: 26 )。針對後面這兩個相關的問題，我想有兩個重要的認

知: (一)我們在比較紀錄影片和文字歷史書寫時，基本上必須認清紀

錄片和文字書寫乃是兩種相當不同的呈現歷史的模式，各有各的呈現方

法和解讀方式。紀錄片不是把文字書寫的歷史「改編翻譯」成影片。(二)

有關紀錄片所能展現的思考辯證深度問題:文字書寫所創造的思考深度

仰賴的是透過語言呈現的辯證論述;但是，就如同前面我在論及庶民口

述歷史訪談轉化成文字記載時所指出的，音像紀錄所創造出來的思考空

間靠的不僅是口語文字，也包括影像聲音傳達的訊息。這樣說，不是企

圖貶低文字歷史書寫的重要性和意義，而是想指出影片呈現的歷史必須

用另外一套方法來討論解讀，而目前，這樣的史料研究方法顯然尚有待

開發，我想，紀錄片對台灣文學和歷史研究的意義正在於它暴露了我門

目前思考方式和探討範疇的某些侷限性。

可是，這樣的一個思考方向不應簡單化約為下列的說法: r作家紀

錄片所暗示的史學方法和歷史再現方式遠比文字書寫的歷史敘述為

優。」相反的，我認為目前許多我看過的台灣文學歷史紀錄片，正因為

未有充分的史學方法和觀點的照映，以致於影片未能發揮其特質來呈現

歷史，這是相當可惜的地方。不過，這不是台灣紀錄片特有的現象，而

是許多紀錄片共有的通病。研究紀錄片的學者羅森史通指出，許多紀錄

片有兩個傾向:第一、採用口述歷史時，把記憶和歷史等同視之，而未

再深究記憶的不可靠性。第二、更令人不安的是許多紀錄片採用單一直

線進行的敘述模式，展現單面向的人物和事件的歷史詮釋方式

(Rosenstone 1988: 1174) 。有關記憶的扭曲性，我想是史家在處理史料

(特別是口述歷史)時必須特別小心謹慎的問題。這個問題，阿斯本雪

(Ríchard S. Esbenshade) 有關記憶的討論可為借鏡。阿斯本雪指出，通

常我們在處理歷史記憶時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把人民記憶當作官方

記憶的對立面，人民的記憶被當作是較「真實」的社會歷史記憶，抵抗

國家機器運作下的壓抑和強迫性遺忘 (Esbenshade 1995: 74) 。但是另外

一種探討歷史記憶的模式卻質疑這樣的對立，指出人民記憶其實一樣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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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意或無意的)遺忘、掩飾和(有意或無意的)扭曲( Esbenshade 1995: 

78) 。就作家紀錄片而言，這一部分的問題較小，因為作家紀錄片重點

在於評論作家的文學藝術'生平細節反而次要。不過，這個問題在處理

重大歷史事件或人物時可能就會對歷史詮釋產生重大的影響。例如，蔡

秀女所策畫。拍攝的〈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一一謝雪紅) .口述歷史部分

受訪者如何回憶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當時的行為，就可能左右影片對謝

雪紅的歷史定位和詮釋。謝雪紅為何在敵我雙方對峙作殊死戰的緊要關

頭，竟半途悄悄離去?有關這一部分，記憶與歷史之間的差距和重疊可

能就必須特別小心處理。男外，在類似〈阿輝的秘密」一台籍「慰安婦」

的故事〉這樣涉及巨大社會壓力和受害者故事的題材時，受訪者如何訴

說原先既不願說、也不能說的往事，可能也是導演和觀眾不能馬虎處理

的問題。

紀錄片因常常採用口述歷史，故記憶和歷史之間的落差問題特別值

得注意。不過，我同意羅森史通所說的，紀錄片更大的問題在於常常採

用「單面向」的呈現和詮釋方式來處理複雜的歷史。通常，隱含某種特

定意識形態或社會運動目標的紀錄片特別容易展現這種傾向。再以先前

提到的〈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一一謝雪紅〉和〈阿般的秘密一一台籍「慰

安婦」的故事〉為例:為了要平反謝雪紅在過去官方歷史裡所呈現的負

面形象，紀錄片導演特意塑造了一個本土色彩濃厚的女英雄角色，卻迴

避了謝雪紅歷史上種種招惹爭議之處一→列如，她在埔里之役的臨陣逃

脫，以及令當時社會側目的私生活等等。同樣的.(阿輝的秘密一一台

籍「慰安婦」的故事〉的拍攝意在平反台籍慰安婦的歷史污名，並進而

向日本政府求償，故特別強調慰安婦「受難者」的角色，迴避了一些可

能引發爭議的問題一-----{JU如，受訪的慰安婦一致表示，都是在不知情或

受騙的情況下淪為慰安婦，但是，若在這受訪者之中或原本那一千多名

慰安婦裡有人是志願擔任慰安婦的，那這影片的歷史敘述將如何進行?

將要展現怎樣不同的風貌?當然，如同懷德所指出的，所謂的「歷史 J • 

必然暗示兩種以上的版本，否則史家就不會不厭其煩地重新敘述過去的

事件或人物，賦予新的歷史詮釋，並在敘述當中企圖建立起自己的版本

的權威性 (White 1987: 20) 0 (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一一一謝雪紅〉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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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的秘密」一台籍「慰安婦」的故事〉事實上也隱含一個對話脈絡，前

者與官方(國民黨和中共)對謝雪紅的負面評價對話，後者是以慰安婦

的社會污名作為對話的對象，但是這個對話的狀態並未呈現在影片當

中;兩片導演都選擇以單一向度的詮釋方式來切入原本相當複雜的議

題。

同樣的單向歷史詮釋方法也常常主宰作家紀錄片的拍攝。以(作家

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咱的文學} (2000) 這一套以十三位台灣作家

為主的紀錄片系列為例。這套紀錄片的製作與拍攝可視為積極介入這幾

年台灣文學經典化的工程，試圖透過作家紀錄片的發行建構台灣作家的

典律 (canon) 。這十三位作家包括賴和、楊達、呂赫若、龍瑛宗、吳濁

流、鍾理和、葉石濤、鍾肇政、白先勇、李喬、鄭清文、王禎和、王文

興。除了自先勇、王文興和王禎和之外，都是本土立場鮮明的作家。由

於影片拍攝的目的在於確定作家於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因此大部分的

影片所呈現的幾乎一律是對作家正面的評價，作家作品評價的爭議性或

是作家介入某個文學論爭所引起的一些爭議通常就未出現在影片當

中，或只是一筆帶過。儘管各片導演不同，作家紀錄片主要結合了幾個

紀錄片慣用的手法。最常為導演採用的手法包括:以旁白的方式敘述作

家人生和出版的重要事件;以短劇方式呈現作家作品裡的情節、剪輯作

家作品改編成的電影的片段(如王禎和〈嫁妝一牛車〉、白先勇〈玉卿

嫂〉等)、以短劇演出作家生命中重要事件(葉石濤片中葉石濤被捕，

或是賴和片中賴和獄中煎熬憂心的幾個場景)、作家朗讀自己作品的聲

音配上作品裡的場景(如王文興片中佔相當高比例的作家朗讀自己作品

的景象)。這些影像聲音主要以介紹性的方式來呈現作家和其作品。影

片也常常包括作者親友的訪談，透過他們的回憶和談話來捕捉作家的個

性和生活中的種種。不過，由於作家紀錄片最重要的目的乃在於對作家

的文學歷史定位提出一套詮釋，除了搪任影片旁白的權威敘述聲音之

外，最重要的作家歷史詮釋部分乃是透過不同學者的訪談來形成。紀錄

片如何處理訪談就成為觀賞作家紀錄片的一大重點。比較本土派作家和

非本土派作家的影片，我們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本土派的作家紀

錄片裡出現的評論學者幾乎都是本土立場鮮明的學者;而非本土派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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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紀錄片裡出現的幾乎都是非本上派的學者。換言之，在影片當中，我

們幾乎看/聽不到本上派的學者對非歸屬本土派的白先勇、王文興等作

家的觀感和質疑;也看/聽不到非本土派的學者對本土派作家評價的異

議。彭瑞金對自先勇和王文興的作品有什麼看法?而陳映真或是余光中

文可能對葉石濤的作品及文學地位有什麼樣的評斷?當然，也有少數紀

錄片試圖帶進不同的聲音，但基本上這些不同的意見都僅止於對作家作

品的詮釋(如學者林瑞明和呂正蔥、對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結局主角

選擇道路的不同解釋) .並未見到對作家文學地位和文學成就這個重要

問題意見上的分歧。顯然影片選擇以「消音」的方式來處理文學的「雜

音」問題。這個單向歷史詮釋的傾向無形中大大削弱了紀錄片之為一種

「深度」歷史論述的呈現模式。有些紀錄片評論家認為紀錄片的一大缺

點就是停留於浮面資訊，只能歸屬於「輕量級」歷史，這樣的批評顯然

並非無的放失。不過，如同羅森史通所說的，紀錄片其實可以負載相當

豐富而複雜的訊息;最好的紀錄片往往呈現兩種以上歷史詮釋的對話，

藉此傳達多元繁複的歷史面貌 (Rosenstone 1988: 1180-82) 。前面提及，

文字歷史書寫傳統上較不重視訪談和口述歷史，其文獻資料大多以文字

記載為主。紀錄片正好相反，訪談和口述歷史往往是紀錄片表現其歷史

詮釋的主要模式。善加利用紀錄片對訪談和口述歷史的包容力，其實就

可以解決「單面向」歷史詮釋的問題，因為口述歷史最大的特質就是可

以讓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同時並陳 (Thompson 1988: 24-25 )。

不過，我懷疑作家紀錄片的單向歷史詮釋問題純粹只是導演或影片

製作單位單純簡化的歷史想像問題，可能還要考慮到紀錄片之有別於文

字書寫，除了所採用的表達媒體不同之外，更涉及紀錄片製作發行的「體

制」向度。換句話說，文字書寫主要是個人行為，史家論述有相當大的

自主空間決定如何詮釋和呈現他所要處理的素材。相較之下，紀錄片是

一種集體生產，有其高度的體制牽制面向。作家紀錄片的拍攝所費不

賞，通常非個人可以獨立負擔，須要機關單位資助。這些機關所訂定的

一些補助原則經常可以左右影片拍攝手法和方向 (Nicho1s 1991: 15) 。而

紀錄片的發行流通也有特殊的管道，這些發行機構以什麼樣的社會階層

觀眾為對象的考量也會對紀錄片的製作有大小不一的影響力。此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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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片往往需要結集製作、導演、腳本撰稿和攝影等等一群人的共識。凡

此種種，都提醒我們紀錄片研究與傳統文字歷史書寫不同之處，必須注

意其生產行銷機制如何影響影片的成形。把問題再拉回作家紀錄片系列

的討論。紀錄片單面向地推崇作家，未見爭議性問題的探討，除了事關

導演和腳本撰稿人本身對作家作品及文壇對他的種種評價掌握是否充

分之外，另外一個考量是:是不是因為影片最初的製作動機就在於肯定

作家的地位和文學成就，因此限制 f影片所能發揮的歷史詮釋空間?無

論這體制面和集體創作的協商問題是不是造成影片歷史詮釋單向化的

主要原因，討論紀錄片與歷史詮釋的關{系，我們都不能忽視紀錄片與傳

統歷史文字書寫生產過程的巨大差異，前者的生產因為必須依賴種種體

制網絡，涉及複雜的群體協商，製作群隊裡的個人對影片的歷史詮釋恐

怕無法像傳統史傳著者可以那麼揮灑自如。

底下，我將以「作家身影」這一系列紀錄片中的兩部影片〈永遠的

台北人一一白先勇〉和〈推巨石的人一一王文興〉為主要討論對象來談

作家紀錄片拍攝製作所涉及的問題。兩位作者都是現代主義時期的代表

作家，並且健在，紀錄片因而得以有相當大的讓作家「現身說法」的空

間;影片對於作家聲音、影像和談話內容的剪輯和安排處理透露了重要

的訊息，除7可以讓我們藉此比較紀錄片和文字書寫歷史的異同，也更

可以讓我們深入探討紀錄片之為一種呈現文學歷史的方式的特殊問題。

永遠的台北人?與作家自我定義相左的紀錄片

相較於「作家身影」系列紀錄片中的其他成品， (永遠的台北人一

一白先勇〉可算是採取最傳統做法的紀錄片。影片開頭先以傳統中國戲

曲作為背景音樂，搭配白先勇美國住家庭院裡託紫嫣紅的花朵影像，設

定影片「中國」古典的基調，接下來以平鋪直敘的手法追溯白先勇自出

生以來的「足跡」。相較於其他作家紀錄片，地理影像在這部影片裡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影片主要是由一段段不同地理景像所組成:從白先

勇出生的中國桂林到幼時曾居住過的南京、上海以至台北和紐約，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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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作家一生漂泊的形跡。這樣的平鋪直敘手法當然也是一般紀錄片慣用

的手法，不過，如果細心一點觀看這一系列地理組曲，我們會注意到這

些不同地點的地理影像所扮演的角色和份量大不相同，如果再參照口述

歷史部分作家本身接受訪談時談及這些地理點的一些反應，我們會發覺

影片對作家的詮釋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這組影片製作群預設的立場，和

作家對自己的定位頗有出入。這其中透露的玄機值得推敲。我將拐個彎

來解釋這個問題。

通常有關於歷史影片的研究，往往以「影像」歷史稱之，而忽略了

聲音和配樂在影片裡所扮演的角色。許多相關論述也多半著眼於鏡頭運

用和影像處理，而未提及音效在影片意義產生過程裡所扮演的角色。葉

月瑜在討論台灣歷史史詩電影{悲情城市〉時，特別提到音效如何積極

介入影片意義的產生過程。最引人注意的是〈悲情城市〉經常以男、女

聲巧妙的雙聲共鳴，暗示歷史詮釋和敘述的交集或分歧。葉月瑜所引用

的一個例子是電影開始時林家細姨分挽的場景。在這時刻，林家廳裡林

文雄正虔誠燒香祭祖，期待母子平安，再為林家增添香火，收音機中流

洩出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的聲音，與細姨分挽聲嘶力竭的吶喊

交織， r 代表了無數家庭在個體的層面上與大歷史的交集 J (葉月瑜

2000: 1 93) 。葉月瑜認為，電影開頭音像的特殊處理其實已透露了導演

侯孝賢「野心勃勃地想將台灣人的生命軌跡併入大歷史的演變當中 ， 讓

兩方力量互相沖激，使歷史的書寫不落入單元的唾語 J (葉月瑜 2000:

193 )。
觀賞台灣作家紀錄片，同樣必須要注意音效的意涵。眾所週知，台

灣文學的一大特色就是創作語言的混雜，而這個現象最主要的歷史原因

就是政權的轉換。許多拍攝老一輩具日據經驗背景的作家的紀錄片便常

以日語唸讀作家作品，除了寫實地呈現作家當時創作的語言之外，觀眾

對語言的隔閔和陌生感更可產生一種「疏離感 J '暗示台灣歷史傳承和

理解的斷層。回到自先勇作家紀錄片的探討。上面提及，影片在一開頭

就透過背景音樂召喚古典中國情調，接下來影片剪輯大量中國地理和城

市的影像，除7呈現作家幼時舊居之外，主要的企圖在指認作家小說裡

提及的一些場景(如小說(花橋榮記〉所提及的橋和桂林景色; <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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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南京; <遊園驚夢〉裡的上海等等) ，暗示這些地理城市經驗對作家

創作的重大影響。在影片中地理影像部分，中國影像約佔三分之二的比

重與份量。透過音效和影像剪輯，影片以強烈的中國符號架構出「白先

勇」。

有趣的是，這個符號架構竟在一個驚鴻一瞥的白先勇談話片段裡被

白先勇本人否定了。我在前面提及，作家尚在世的紀錄片有一大優勢，

就是可以透過對作家的採訪，來呈現作家的世界。紀錄片之有別於一般

的電影，最重要的就是其「紀錄」的功能。以在世作家為對象的作家紀

錄片最寶貴的可能就是紀錄保存了作家的影像聲音，更有意義的，可能

就是透過採訪，讓作家以自己的觀點來討論其創作，呈現其創作觀。可

情〈永遠的台北人一一白先勇〉並未充分利用這個優勢，我們所看到的

白先勇本人出現時，談論的多半是作品之外的生平事物。影片拍攝涉及

採訪，而採訪的現場互動其實相當重要，採訪者的知識和提問的問題往

往深刻影響採訪的成果 (Sipe 1998: 383) 。我們必須注意到，口述歷史

和文字書寫歷史在史料蒐集方法上大不相同:以文字書寫為對象的歷史

蒐集和詮釋方法是以「既存」的文件為蒐集和詮釋的對象，口述歷史則

不然。口述歷史的資料來自於採訪者和受訪者中的問答互動，在此情況

下，史料不是被「發現」的，而是在採訪過程中經由這個互動過程產生

的，採訪者往往透過提問和對受訪者答間內容的回應來「誘導」受訪者

談話的內容和方向。換句話說，口述歷史的史料往往不是被「發現」的，

而是口述歷史工作者「誘導出來的 J (elicit) (Sipe 1998: 382) 。這個口

語情境所產生的複雜性，往往是文字書寫記載遠不能及的。如果我們假

設，影片剪輯尚不致於剪掉作家對自己文學觀的闡述，那麼，影片中作

家現身說法談論自己作品的部份會如此稀少，作家談話多集中在作品之

外的事物，顯然就是白先勇紀錄片的採訪者在訪談當中未誘引相關的談

主A _ 
E間"

影片裡，白先勇談論自己創作的鏡頭並不多。但是，就在影片透過

中國大陸地理影像，逐一指認〈台北人〉裡小說人物與大陸城市的關聯

之後，影片裡驀然出現白先勇的一個說話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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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你剛剛講的是大陸的那幾個都市，其實在我小說裡面，意

義最重要、最大的是台北。我自己覺得自己可能是永遠的台北

人。因為我寫的小說裡面雖然有過去的回憶，可是現實上都是

以台北為主的。台北從它的開始是一個半農業的這種都市，一

直到現在是現代化的都市，我想它的轉化、一切，我也跟著它，

這樣子的一個記憶、經歷，跟著它。

影片下面一個鏡頭接到台灣，卻匆匆以幾個類似台灣觀光宣傳片的鏡頭

帶過這個作家口中重要的城市。在這幾個影片的鏡頭剪輯和順序當中，

我們突然發現影片意義上的一個巨大斷裂:影像所呈現(並進而詮釋)

的作家世界和其作品，與作家想要呈現的自我與作品的意義顯然有相當

大的落差。白先勇說自己是「永遠的台北人 J .這句話也正是白先勇影

片的標題，但是影片影像剪輯和敘述者詮釋作家與其作品的聲音所傳達

的訊息並非如此。

這樣說，並非要以一套「政、冶正確」性的解讀指導影片製作一定要

如何「本土」才行，而是要指出紀錄片的製作涉及對作家和作品的詮釋，

詮釋的方式主要透過影像和聲音的剪輯來呈現，而在這剪輯的過程裡，

導演的意識形態觀點，不管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會融入其中。就這點

而言，導演其實佔取一個「史家」的位置，以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介入

歷史詮釋的角力。在此情況下，觀看紀錄片必須有兩個重要的認知:第

一 、我們必須拂棄「紀錄就是真實」 這樣的迷思 (Comer 1996: 54-5 ; 

Minh-ha 1993: 1肘-6) ·因為紀錄片的製作和歷史書寫一樣，都涉及敘述

模式的選取和編輯篩選等等動作 (White 1987: 402) .這個編輯呈現所採

取的策略和過程必須被檢驗和探討。第二、這個問題帶出一個相關的重

要認知:我們必須承認，紀錄片製作人已經在新世紀加入史家的行列，

透過科技產生的新方式來詮釋歷史，而這種音像方式的歷史詮釋勢必在

未來真有相當大的力量，可以左右一般民眾對歷史的認知。如果影片製

作者扮演的是史家的角色，那麼所有有關歷史書寫和史學方法反省的問

題也必須是從事這個行業重要的思考問題 (Toplin 1988: 1227 )。紀錄片

論述的重要性就在於它可以搭起紀錄片製作和史學方法研究這兩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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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橋樑。另外，白先勇作家紀錄片給我們的一個啟示是，即使是這樣

非常傳統，採取類似文字書寫傳記形式平鋪直敘的紀錄片，我們也可以

看到影片和文字書寫呈現歷史的方式有其不同之處。紀錄影片不該被視

為以文字寫成的歷史的改編 (White 1988: 1194); 影片的製作牽涉獨特
的音像語言，其意義的解讀也必須照顧到音像多媒體的互動和並置對比

等等。

推巨石的人一一王文興

對照白先勇紀錄片所暴露的種種問題，我們或許更能看出同一套

r l'乍家身影」系列影片中，以王文興為拍攝製作對象的紀錄片的獨到之

處。在上面討論白先勇紀錄片時，我提到該部紀錄片的呈現方法主要採

取傳統傳記平鋪直敘的方式，以旁白的方式介紹白先勇和其作品的種

種;作家現身說法，談論自己作品或闡述創作觀與文學理念的鏡頭並不

多。這樣的呈現方式意味歷史詮釋權主要掌握在旁白所代表的影片製作

人/群手裡。相較於白先勇的紀錄片，王文興紀錄片一開始便是作家王

文興的聲音，敘述希臘神話西斯佛絲 (Sisphus) 推巨石的故事。片尾回

到這個故事的影像，與片中王文興對自己創作觀的闡述相連，西斯佛絲

的故事成為王文興創作的象徵一一就作者而言，王文興就是那個推巨石

的人，即使知道以他寫作速度之慢，與時間賽跑注定要失敗，卻仍致政

不倦地創作;就王文興創作主題而言，王文興的作品其實反覆變奏的是

「人與命運艱苦的奮鬥，以及不知奮鬥的意義何在」。王文興的聲音和

觀點籠罩整部影片，成為影片裡「王文興」最權威性的詮釋聲音，其他

的聲音和影像都臣服其下。

影片中當然也有旁白介紹王文興生平重要事件以及口述歷史的部

分(王文興親友談王文興的往事與為人、特質;學者談王文興的作品等

等)。但是，這些聲音相較之下份量輕微得多，因為整部影片最引人注

意，所佔比例最重的是王文興的聲音:除了王文興朗讀自己作品的聲音

搭配短劇演出的小說情節片段之外，影片裡更出現了大量王文興接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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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時的談話，對自己的作品和創作觀提出詮釋 。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影

片處理口述歷史的手法。「作家身影」系列紀錄片通常都剪輯了許多口

述歷史片段，透過對學者和作家親友的訪談來詮釋作家。王文興紀錄片

同樣也訪談了作家的親友和學者，但是，幾乎在這些談話之後必然出現

作家自己的聲音和詮釋。於是，我們看到了王文興談《家變〉指出作

品意在「寫人和命運艱苦的奮鬥J' 也看到7王文興談{背海的人〉認

為這部作品還是在寫「人生的奮鬥 J '也看到了他談創作如何艱苦成形

等等。在許多紀錄片裡，學者訪談往往主掌對作者的詮釋，但是在文興

的這部紀錄片裡，作者成為他自己最重要的詮釋者，其他人的談話不過

是為他所提出的詮釋加註罷了。傳統歷史書寫高度仰賴文字書寫記載，

王文興影片裡聲音的重要性無異把「口語」再度納入歷史關注的範疇，

間接點出傳統史料蒐集和處理訓練上的盲點。

除了透過訪談，突顯(作家自己)聲音的重要性之外，聲音也和其

他媒體結合，反應王文興作品的特質。受訪的學者張誦聖、鄭恆雄和陳

器文都指出，王文興的作品經常透過種種策略，背棄傳統創作強調的「平

順J '創造出「而見覺障礙J '達到高度的文本「祠密度」。影片裡有許多

片段似在模仿王文興創作的這些特色:音效部分，觀眾耳裡聽到的是王

文興閱讀作品的聲音和背景交響樂此起彼落的交會;視覺方面，觀眾眼

裡看到分割的銀幕裡縮小處理的王文興朗讀鏡頭重疊於跳動的影像之

上，銀幕下方王文興聲音正朗讀的小說文字綿綿排列出現，而正被讀到

的字則在瞬間逐個凸出加大。在這些影片片段裡'影片本身展現的文本

「祠密度」和「視覺障礙」似乎在呼應學者所說的王文興創作的特色。

這幾個極具巧恩的片段讓我們看到了音像巧妙的結合所發揮的影片歷

史呈現特質。歷史文字書寫可能只能透過文字敘述點出作家作品的特

色，卻難用辯證文字來模擬作家創作的特色;王文興紀錄影片在這方面

所展現的正是影片作為一種歷史呈現模式的真大潛能。這樣說，並非主

張以影片代替文字書寫，作為呈現歷史的主要媒體;如同塞普所說的，

非文字的影像其實也可創造出深度辯證和複雜符號指涉意義(Sipe 1995: 

185) ，但是，文字書寫所呈現的辯證層次卻也不是音像可以取代的。討

論相關問題，重點不在「二選一」或「取代 」 的取捨問題，而是讓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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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媒體展現其特有的功能，以不同的方式來呈現歷史。

回到王文興影片的討論。這部片展現7音像紀錄之為一種歷史呈現方式

所能發揮的空間，除了透過訪談處理剪輯將歷史詮釋權移轉給作者之

外，影片也透過多媒體結合的種種效果實踐影片口語部份訊息。這些地

方都看到導演的用心。但是，這部影片的製作卻也非毫無瑕疵。比較美

中不足的就是它依然呈現相當單一的歷史詮釋。如同我所說的，影片特

意把這部作家紀錄片的歷史詮釋主控權交付給作者本人，作者的聲音成

為詮釋的權威聲音，其他的聲音都只臣服於其下。王文興一生文學活動

的軌跡，除了創作之外，也在台灣七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留下烙

痕。這一部分的相關爭議在影片中卻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影片中王文

興有關鄉土文學論戰的談話似乎也相當模糊，未能呈現雙方爭執所在。

影片中當然也訪談了當時參與論戰，對王文興強力抨擊的文化工作者尉

天驗，可是尉天4聰終究不算代表與「現代文學」派別真正對立的本土派

學者立場。如果可以透過訪談紀錄本土派學者的意見，應更可以讓觀眾

了解王文興與這個台灣文學重要論爭的關係。

~主 雪五
/Il日 口口

班雅民曾說 :r每一種藝術的歷史都展現了一些關鍵性的時期，在

那些期間，有些藝術會力圖達到某些效果，而這些渴望中的效果只有透

過技術標準上的轉變(也就是說，透過新的藝術形式)方得以達成 J (The 

history of every art form shows critical epochs in which a certain art form 

aspires to e叮ects which could be fully obtained only with a changed 

technical standard , that is to s呵， in a new art form.) (Benjamin 1992: 

230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民主化，歷史呈現必然也會出現新的方

式。我相信九0年代以來台灣紀錄片拍攝和製作逐漸風行，正是反映了

這樣的趨勢。截至目前為止，影片和歷史的關係只見於一些電影研究論

文， <戲夢人生一一侯孝賢電影研究〉這本書所收錄的文章算是相當真

有代表性地呈現了這方面的成果。相較之下，紀錄片所涉及的史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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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尚未引起注意。由於紀錄片和一般劇情為導向的電影，無論目的和採

用的手法都不盡相同一一例如，紀錄片裡口述歷史的吃重比例和紀錄片

突顯的「載道」目的，電影研究方式並不能全套挪用來作為解讀紀錄片

的依據 (Rosenstone 1988: 1181 )。台灣有關紀錄片的研究，目前以民族

誌角度切入的居多，以史學觀點來探討的仍屬少數，其中的一個原因當

然是因為傳統歷史研究領域的訓練向來側重文字書寫的處理，尚未發展

出一套有系統的音像歷史紀錄史學方法。歷史紀錄片研究的開發尚在起

步階段。

然而，如果我們承認，影片的大眾性將使得這個特殊傳播工具成為

新世紀大農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正視這個新的歷

史呈現方式所帶來的史學訓練挑戰，也不能不積極介入這個媒體涉及的

歷史呈現問題。紀錄片製作者扮演的正是歷史工作者的角色，紀錄片已

成為歷史詮釋的一種新興的重要工其。如何開發相關的研究方法與論述

是關心台灣歷史的人不該漠視的課題。

本文透過兩部作家紀錄片的探討，初步勾勒出紀錄片歷史學三個重

要研究層面:口述歷史所帶出的種種史學反省問題、多媒體結合所能創

造出的迴異於文字書寫的歷史呈現空間，以及紀錄片對應歷史詮釋單元

化的一些可能之道。其間涉及的種種問題都顯示紀錄片對史學研究訓練

的衝擊，深入探討紀錄片的歷史呈現方式，應可開展史學方法研究的視

野。

附錄 r作家身影一一台灣篇」 系列作家與拍攝導演對照表

作 p秀b之、 導演

賴和 吳秀菁

楊遠 吳秀菁

呂赫若 賴豐奇

龍宗瑛 并迎兆

吳 j蜀流 陳麗貴

鍾理和 周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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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石濤 曾壯祥

鍾肇政 周晏子

白先勇 黃以功

李 喬 曹瑞原

鄭清文 李泳泉

王禎和 曾壯祥

王文興 并迎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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